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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酷刑委员会
	*	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2022年4月19日至5月13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对本来文的审查：托德·布赫瓦尔德、克劳德·海勒、埃尔多安·伊什詹、柳华文、前田直子、伊维亚·普册、阿娜·拉库、阿布德拉扎克·卢瓦内、塞巴斯蒂安·图泽、巴赫季亚尔·图兹穆哈梅多夫。
		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通过的关于第941/2019号来文的决定*、**
	提交人：
	D.S. (无律师代理)

	据称受害人：
	申诉人

	缔约国：
	澳大利亚

	申诉日期：
	2019年7月12日(首次提交)

	决定通过日期：
	2022年4月22日

	事由：
	遣返回斯里兰卡

	实质性问题：
	如被遣送回原籍国会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不推回)

	程序性问题：
	申诉证实程度，用尽国内补救办法


1.1	申诉人是D.S.，斯里兰卡国民，1993年出生。他声称，将他遣返回斯里兰卡将等同缔约国违反《公约》第3条。申诉人未由律师代理。缔约国于1993年1月28日根据《公约》第22条第1款作出了声明。
1.2	2019年7月15日，委员会根据议事规则第114条，通过其新申诉和临时措施特别报告员行事，决定不同意申诉人有关要求缔约国在审议其案件期间不将他遣返的请求。
		事实背景
2.1	申诉人是斯里兰卡国民，泰米尔族，来自北部基利诺奇省。他说，因被怀疑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猛虎组织)有关联和支持该组织，他在瓦武尼亚第6区营地遭到斯里兰卡刑事调查局人员的酷刑。[footnoteRef:1] 酷刑在他的右脸上留下一道伤疤。 [1: 		未提供进一步的详细信息。从国内档案来看，他似乎在2007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遭受酷刑；不过，申诉人没有提供有关其案情的更多信息。] 

2.2	申诉人于2013年2月20日19岁时离开斯里兰卡。他于2013年4月9日乘船抵达澳大利亚。他被送往圣诞岛领地，在那里被拘留了40天。由于提出了临时保护签证申请，[footnoteRef:2] 他于2013年5月31日从悉尼的移民拘留所获释后获得了过桥签证。[footnoteRef:3] [2: 		一个人有了这个签证，就可以在澳大利亚居留三年，工作、学习和获得政府服务。]  [3: 		过桥签证(A类)允许寻求庇护者合法留在澳大利亚，直到就实质性的签证申请作出最终决定，或者在实质性签证申请与司法审查相关的情况下，直到这些程序完成。申请人如符合就业条件，则准予就业。更多详细信息见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visas/getting-a-visa/visa-listing/bridging-visa-a-010和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8C00957/Html/Volume_2。] 

2.3	申诉人申请庇护和难民保护，是基于他在斯里兰卡因被怀疑参与猛虎组织而受到的待遇，这一点，加上他从斯里兰卡非法离境，构成他有充分理由害怕被遣送回斯里兰卡后会受到迫害和严重伤害的依据。他声称，由于在斯里兰卡受到迫害和坐船经历的创伤，他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
2.4	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长于2014年11月6日拒绝了他的申请，认为他的非法离境和指称的事实都不支持有关申请人回国后将面临迫害的结论。
2.5	申诉人向行政上诉法庭提出申请，该法庭于2016年3月24日维持了部长的决定。
2.6	申诉人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上诉。2016年11月3日，联邦巡回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上诉，理由是申诉人的上诉权已失去时效，错过了提交材料的截止日期。他于2016年12月8日提出恢复上诉权的申请，要求延长截止日期。延期的标准是案情发生了重大变化，法院在听取申诉人的口头证词后裁定，这一情况没有得到证实。他的请求于2017年4月11日遭到拒绝。申诉人于2017年4月28日申请对该裁定进行司法审查。
2.7	2017年8月11日，联邦法院驳回了申诉人的申请，认为驳回申诉人恢复诉讼的申请在法律上没有错误。2018年6月20日，澳大利亚高等法院驳回了申诉人关于下令说明拒绝理由的进一步申请。
2.8	申诉人于2018年12月24日提出部长干预请求。[footnoteRef:4] 他辩称，由于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他的泰米尔族血统以及政治环境自2018年选举以来因那些在斯里兰卡内战期间对泰米尔人犯下最严重暴行的人重新掌权而变得更加危险，他有充分理由害怕受到迫害，如果被遣返回国，会有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他提交了一份关于他的抑郁症和焦虑症诊断的心理报告书。2019年3月7日，申诉人被告知，他没有达到部长干预的要求。 [4: 		根据1958年《移民法》第351、417和501J条，移民、公民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部长拥有公共利益自由裁量权，如果部长认为这样做符合公共利益，就可以用对某人更有利的决定来取代实质问题审查法庭就此人的案件所作的决定。见https://immi.homeaffairs.gov.au/what-we-do/status-resolution-service/ministerial-intervention。] 

		申诉
3.1	申诉人声称，将他遣返回斯里兰卡将等同违反《公约》第3条。他声称，由于他的族裔、他作为一个先前被怀疑是猛虎组织支持者的人的实际或被推测的政治见解、他的非法离境和寻求庇护失败，他将受到迫害。他提出，他曾被政府人员逮捕并遭受酷刑，因此，他的情况今天会使他处于危险之中。
3.2	申诉人声称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一想到返回斯里兰卡就会情绪失常。[footnoteRef:5] 他声称，他的精神健康状况将会恶化，因为斯里兰卡缺乏适足的精神健康服务和机构能力来支持他的需求。 [5: 		申诉人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9年9月2日的医疗报告，称在法院驳回他的上诉后，他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包括感到没有希望、孤独无助、自己没用。] 

3.3	申诉人依据《公约》第3条辩称，他害怕返回斯里兰卡后会遭到斯里兰卡当局的酷刑。申诉人称，如果被遣返，由于他非法离境，抵达后将受到斯里兰卡当局的骚扰，并遭受《公约》所禁止的虐待。他声称，澳大利亚当局的调查结果没有以国家安全变化和斯里兰卡人权状况日益恶化为背景考虑到他有关以往待遇的说法。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
4.1	2020年1月20日，缔约国提交了关于可否受理和实质问题的意见。意见中称申诉人的指控不可受理，理由是根据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3 (b)条，这些指控显然没有根据。
4.2	缔约国回顾，《公约》第3条规定，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任何缔约国有义务不将此人遣返至该国。委员会在G.R.B.诉瑞典案中的意见确认，第3条规定的义务必须参照《公约》第1条规定的酷刑定义加以解释。[footnoteRef:6]《公约》规定的不推回义务只限于酷刑，不包括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footnoteRef:7] [6: 		G.R.B.诉瑞典(CAT/C/20/D/83/1997)，第6.3段。]  [7: 		Y.Z.S诉澳大利亚(CAT/C/49/D/417/2010)，第4.10段。] 

4.3	如果确定所指控的行为将构成酷刑，第3条还要求必须存在“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委员会已确定，只要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的、针对个人的、现实的和真实的”，这种理由就存在。[footnoteRef:8] [8: 		见委员会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 

4.4	在G.R.B诉瑞典案中，委员会进一步认为，一国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本身并不构成认定某人返回该国后将遭受酷刑的充分理由。因此，申诉人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他本人将面临危险。[footnoteRef:9] 此外，这种危险必须“超出单纯的理论或怀疑”。[footnoteRef:10] [9: 		G.R.B.诉瑞典，第6.3段。]  [10: 		Thirugnanasampanthar诉澳大利亚(CAT/C/61/D/614/2014)，第8.4段。] 

4.5	缔约国认为，根据《公约》第22条第2款和委员会议事规则第113条(b)款，申诉人的申诉不可受理，理由是这些申诉显然没有根据。缔约国引述委员会对于显然没有根据的申诉的意见，也就是指缺少足够的书面或其他相关证据来支持所提出的指控时的情形，[footnoteRef:11] 或者指控属于“纯粹猜测”，没有达到受理所要求的基本证据水平时的情形。[footnoteRef:12] 申诉人有责任提供详尽的论据来支持违反第3条的指控，从而为其申诉的可受理性确立初步证明的案件。[footnoteRef:13] 缔约国称，申诉人未能履行这一责任。 [11: 		见R.S.诉丹麦(CAT/C/32/D/225/2003)。]  [12: 		H.S.V.诉瑞典(CAT/C/32/D/229/2003)，第8.3段。]  [13: 		具体而言，根据1958年《移民法》第36条第2款(aa)项所载的补充保护规定对申诉人的申诉作了评估，该条款反映了缔约国根据《禁止酷刑公约》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承担的不推回义务。] 

4.6	申诉人的申诉得到了国内一系列决定人的全面审议，包括在申诉人申请保护签证期间由移民和边境保护部进行的全面审议，随后得到行政上诉法庭移民和难民部的行政审查。[footnoteRef:14] 申诉还受到联邦巡回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进行的司法审查。 [14: 		2018年更名为内政部。] 

4.7	缔约国称，根据国内法，它在所有诉讼中都必须是模范诉讼当事人。模范诉讼当事人义务要求它诚实和公正地处理由国家或其机构提出的或针对国家或其机构提出的申诉和诉讼。这项义务包括有责任不欺负缺乏资源为合法申诉提起诉讼的申诉人，以及在其他方面遵守最高专业标准，包括协助法院达成适当和公正的结果。[footnoteRef:15] [15: 		2017年法律服务指令，经2018年法律服务修正案(多用途清单)指令修订，可查阅：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F2018L00937/Explanatory%20Statement/Text。] 

4.8	缔约国指出，申诉人的申诉在部长干预过程中也得到了评估。因此，申诉人的所有申诉都在健全的国内程序下经过审议，并被确定为不可信，也不涉及缔约国的不推回义务或补充义务。
4.9	缔约国提及委员会在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中的声明，即委员会相当倚重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果。因此，缔约国请委员会确认，申诉人的申诉已通过健全的国内程序得到了彻底评估，并得出结论认为，它们不涉及《公约》第3条规定的国际义务。缔约国申明，它认真对待《公约》规定的义务，并通过国内移民进程真诚地履行了这些义务。
4.10  缔约国承认，很少能指望酷刑受害者在转述过去的事件时做到完全准确。不过，它声称，国内决定人在对申诉人的可信度作出结论时已考虑到这一点。[footnoteRef:16] [16: 		例如，在评估申诉人的临时保护签证时，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部长的代表(决定人)指出：“在评估可信度时，决定人必须对寻求庇护者经常面临的困难保持敏感，对于那些总体上可信但无法证实其所有主张的人应给予疑点利益。”] 

4.11  缔约国要求委员会认为申诉人的申诉不符合基本的可受理要求，并认为申诉明显没有根据，不可受理。
4.12  如果委员会认定来文可以受理，缔约国重申，申诉人申诉的法律理由已作为申诉人最初保护签证申请的一部分由决定人进行了完完全全的审议，随后行政上诉法庭在审查决定时也对之进行了审议。在联邦巡回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司法审查中，对最初的裁定、法庭进行的法律理由审查以及随后就上诉作出的司法裁决进行了审查，并认为它们是合法的。
[bookmark: _Hlk108600027]4.13  决定人在口译员的协助下与申诉人进行了面谈，并审议了相关材料，如外交贸易部提供的国别信息。决定人审议了申诉人在提交委员会的材料中提出的全部申诉。
4.14  申诉人是泰米尔男子，来自斯里兰卡基利诺奇区的瓦达卡奇，他从2009年1月至2009年5月在国内流离失所，从2009年5月至2010年6月住在瓦武尼亚的奥曼泰营地，并于2010年6月返回瓦达卡奇，他一直留在那里，直到2013年2月20日离开斯里兰卡，对于这些情况，决定人均予接受。
4.15  决定人强调，他注意到，难民地位申请人可能受到创伤，以前的经历可能对他或她以连贯和可信的方式提出申请的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决定人还意识到，决定难民申请中所采用的程序可能是一个压力很大的过程，可能会进一步干扰申请人准确回忆证据和前后一致地表达自己申诉的能力。决定人在对申请人的证据进行事实调查时考虑了这一点。然而，在本案中，发现了多处与申诉人申诉的其他方面明显不一致的地方。
4.16  申诉人最初在其书面保护签证申请中声称，2009年1月初，他被猛虎组织成员带走从事强迫劳动，随后在当晚逃走。决定人注意到，在随后的面谈中，申诉人有关被带走的说法前后矛盾，后来又声称他被迫参与猛虎组织作战，两个月后才逃脱。决定人还指出，为了支持他后来有关被迫为猛虎组织作战的说法，申诉人在他何时参与战斗、参与了多长时间以及是否接受了战斗训练方面提供了不一致的信息。由于这些不一致，决定人不接受申诉人被猛虎组织带走的说法。
4.17  申诉人在其保护签证申请中还声称，他被拘留在奥曼泰营地期间被怀疑参与猛虎组织，因而遭到刑事调查局人员殴打，但后来由于年龄原因被从营地释放。决定人指出，申诉人说法的这一方面与该国有关被怀疑在相关时期内参与猛虎组织活动的泰米尔男性所受待遇的信息不一致。[footnoteRef:17] 根据有关该国的各种信息，决定人进一步指出，“作为这次审讯的结果，如果怀疑某人以任何身份参与猛虎组织，他们将被转移到‘福利中心’接受‘改造’”。这导致决定人得出结论，如果当局怀疑申诉人以任何方式与猛虎组织有牵连，那么申诉人留在奥曼泰营地并随后被重新安置在瓦达卡奇是不可信的。 [17: 		具体而言，决定人指出：“国别信息清楚地表明，2009年5月猛虎组织被击败后，泰米尔族青年男子在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中经常受到审讯。”] 

4.18  申诉人在临时保护签证的书面申请中声称，在他离开斯里兰卡之前，刑事调查局人员向他询问了他参与猛虎组织的情况，并要求他每月向他们报告。决定人指出，申诉人关于他受到刑事调查局对待的说法与该国有关申诉人居住地在相关时期内对待泰米尔人情况的信息不一致。特别是，决定人注意到有报告称，被当局怀疑参与猛虎组织的人受到严厉对待，可能面临暴力审讯、长期拘留、酷刑，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死亡。这导致决定人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声称受到的刑事调查局的对待与当时在申诉人所在地区被怀疑参与猛虎组织活动的人所受到的对待不相称。
4.19  在评估申诉人作为一名泰米尔族人寻求庇护失败是否有充分理由害怕受到伤害时，决定人承认，申诉人回国后可能会因其非法离境而面临罚款，但指出，没有可信的国家证据表明，申诉人确实有可能因《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规定的理由之一而受到迫害，申诉人对《公约》所界定的迫害的恐惧并无充分根据，因此，申诉人不能援引澳大利亚的保护义务。
4.20  申诉人还声称，澳大利亚对他负有补充保护义务，因为他返回斯里兰卡的话，将被监禁和/或遭受酷刑。由于上述原因，决定者不认为有充分理由相信，作为申诉人被遣返斯里兰卡的必然和可预见的后果，他确实有可能受到重大伤害。因此，申诉人的临时保护签证申请遭拒，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申诉人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其个人的伤害风险。
4.21  2016年3月24日，行政上诉法庭的一名法官申明了该部不向申诉人签发临时保护签证的决定。缔约国指出，申诉人本人出席了法庭的庭讯，并在口译员的协助下作了口头陈述。在庭讯一开始，法庭法官就指出，法庭没有证据表明与申诉人面谈时出现的差异可归因于语言和/或口译。法庭法官指出，注意到申诉人向仲裁庭提供的证据与申诉人在其书面签证申请中对事件的描述之间多有出入。[footnoteRef:18] 法官还指出，申诉人没有向法庭提供任何证据，说明出现这些不一致的原因。这些不一致之处，加上没有证据证明为何存在这些不一致，使法庭法官认定，她不相信申诉人是被猛虎组织强行招募的，不相信他自称在奥曼泰营地时参与了猛虎组织，也不相信他受到审问、殴打、随后被要求向刑事调查局报告。 [18: 		具体而言，法庭法官指出，申诉人最初在临时保护签证书面申请中声称，他于上午7时被猛虎组织的6名成员带走，但后来向法庭提供的证据表明，他是在午餐时间被4名成员带走的。法庭法官还指出，申诉人在临时保护签证的书面申请中声称，他与猛虎组织在一起的第一个晚上，整晚都被强迫挖掩体，但随后向法庭提供了相互矛盾的证据，表明人们让他去取水，但没有参与挖掩体。关于申诉人到达猛虎组织营地的情况，法庭法官注意到，申诉人在其临时保护签证申请中声称，他是下午5点到营地的，其后向法庭提供的证据却表明，他于凌晨2点到达。法庭法官注意到，申诉人有关他在奥曼泰营地与刑事调查局互动的最初陈述与他其后向法庭所作的陈述之间有出入。法庭法官注意到，申诉人最初声称，他在奥曼泰营地时没有被指认与猛虎组织有联系，随后被释放，但又注意到，在申诉人后来的陈述中，他说他在营地时被指认，遭到审问和殴打。法庭法官还注意到，申诉人有关他后来向刑事调查局报告时互动的陈述有出入。] 

4.22  法庭法官接受申诉人是来自基利诺奇的泰米尔族的说法。她指出，在2009年5月之前，申诉人的身份可能足以使他具有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的风险特征，但申诉人现在则不会。在听取了申诉人家庭情况的证据后，法庭法官不认为他目前的情况确实有可能在斯里兰卡招致严重或重大伤害。
4.23  法庭法官审议了有关申诉人是否害怕因其非法离境而在斯里兰卡受到任何形式的惩罚的证据，指出申诉人将因寻求庇护失败返回斯里兰卡，有可能被怀疑曾在国外寻求庇护。她考虑并与申诉人讨论了有关未获批准的寻求庇护者返回斯里兰卡后的待遇的各种信息源，包括外交贸易部2015年12月18日的一份有关该国的信息报告，并指出，申诉人回国后可能会遭到短时间的拘留。
4.24  法庭法官不认为申诉人回国后可能面临的待遇会构成涉及严重伤害的迫害，或在可合理预见的将来会招致受到这种伤害的真实机会。她的结论是，申诉人并不是缔约国根据《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或补充保护措施应承担保护义务的人。因此，维持不批准申诉人的临时保护签证申请的决定，因为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其个人的伤害风险。
4.25  2016年11月3日和2017年4月11日，联邦巡回法院讨论了申诉人要求对法庭法官的决定进行司法审查的申请。申诉人本人出席了听讯，并作了口头陈述。具体而言，法院审理了申诉人有关他被法庭剥夺了程序公正性的申诉。在仔细审议法庭的决定时，法院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支持申诉人有关法庭存在偏见的申诉。法院的结论是，法庭法官在维持决定人的决定方面没有犯任何适用法律错误。
4.26  2017年8月11日，申诉人就联邦巡回法院的裁定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被驳回。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结论是，联邦巡回法院没有犯任何适用法律错误，申诉人向其提出的论点缺乏法律理由。2018年6月20日，申诉人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提出的司法审查申请也被驳回。
4.27  2018年12月24日，申诉人提交了部长干预请求。对申诉人的申诉再次进行了评估，并考虑到了决定人和行政上诉法庭作出的决定。内政部对请求进行了评估，确定申诉人提出的申诉和情形不符合向移民、公民身份和多元文化事务部长转交的准则。
4.28  申诉人在申诉中提到内政部完成了健康状况评估。政府确认，2019年2月11日，联邦的一名医官完成了对申诉人健康状况的评估。评估认为申诉人的健康状况不会妨碍他返回斯里兰卡。
4.29  缔约国提到了申诉人申诉所附的医疗报告和其他材料，指出在这方面没有提出具体的论点。[footnoteRef:19] [19: 		其中包括一份日期为2019年1月23日的有关申诉人心理治疗的报告，以及医生提交的日期为2013年6月11日、2013年6月17日、2013年7月19日、2013年8月5日、2013年9月23日、2013年10月26日、2016年11月23日和2019年1月30日的信函和医疗报告，以及一个澳大利亚法律倡导团体编写的关于澳大利亚移民法的未注明日期的报告。] 

4.30  缔约国认为，在医务官的评估中已经适足地处理了申诉人提交的文件中提出的申诉人健康的心理和身体方面问题。它指出，2019年2月进行的评估提供了比申诉所附文件更新的申诉人健康评估。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1	2020年3月3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5.2	他声称，缔约国没有为临时保护签证申请的目的承认他是一个无钱的申请人，由于签证被拒，他的工作权利被剥夺，他没有资源提出上诉。他还声称，在行政上诉法庭上他没有律师为其代理。他声称，在请求部长干预期间，他在与一名不会说泰米尔语的移民代理人见面时得到的帮助非常有限。2014年9月30日，该代理人没有陪同申诉人与移民和边境保护部部长代表面谈，称自己很忙。
5.3	申诉人提到行政上诉法庭的一名法官，申诉人在该法庭上曾就拒绝给予他临时保护签证的决定提出上诉。他指出，在许多其他案件中，该法庭的同一位法官都是决定维持移民局最初的拒绝，但其决定后来在司法审查中被撤销，案件被发回该法庭重审。申诉人声称，在对他的审理中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即法庭的这名法官不看重庇护申请中证据标准较低这一点，而说他需要对真相感到确定、信服或确信，以及对方律师咄咄逼人的质问(而不是寻求获取信息)和法庭对有选择的背景国别信息的依赖(即在就普遍侵犯人权行为提出相互矛盾的报告时，该法庭拒不接受备受尊敬的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而是偏向于政府来源)。
5.4	申诉人声称，在2016年11月3日联邦巡回法院就申请延长有关复审法庭决定的请求提交截止日期举行听讯时，政府法律代表在提问时态度强硬，而且由于她的族裔背景和他的申诉内容，对他有偏见。因此，他声称，以他的申诉缺乏法律依据为由不延长截止日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还认为，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的接受其上诉的申请于2017年8月11日被驳回是不对的。
5.5	申诉人就2017年8月11日的命令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但补救遭拒。
5.6	2018年12月24日提出的部长干预请求于2019年3月7日遭到拒绝，申诉人曾被要求附上一份同意书和医疗报告，以支持他的说法，即他的健康问题是根据1958年《移民法》第417(b)条应予考虑的相关因素。他说，他从未收到联邦医务官所作的医疗评估副本，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收到过有关评估内容的说明，他只收到一封信，说已决定不将他的请求提交部长，但无法对评估或决定提出质疑。在该请求中，他援引了缔约国的国际保护义务，这些义务属于《移民法》规定的非法定和不可委托的行政权，而不是自由裁量权。因此，他声称，这一决定在管辖权上是错误的，缺乏基本的程序公正性。
5.7	申诉人声称，《公约》第3条没有完全受到1958年《移民法》第36条第2款(aa)项的保护，该条款要求决定人“确信”申请人基于遭受迫害的真实风险而有真正的恐惧。因此，申诉人要求委员会考虑最新的国别信息。
5.8	申诉人还提到，随着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于2019年11月17日当选斯里兰卡总统，斯里兰卡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他说，他如果现在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更大的风险。[footnoteRef:20] [20: 		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是前国防部长，也是马欣达·拉贾帕克萨的哥哥，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是斯里兰卡政府与猛虎组织冲突期间的总统，其政府被指控在冲突的最后阶段严重侵犯人权。] 

		缔约国的补充意见
6.1	缔约国注意到，申诉人提出，斯里兰卡正在逐步发生严重的重大变化，这支持了他对受迫害的恐惧。申诉人说，斯里兰卡政府对424名个人和7个泰米尔侨民组织下了禁令，声称他们与猛虎组织有联系。为支持这些指控，申诉人附上了两份斯里兰卡政府公报副本：2021年2月25日第2216/37号特别公报，其中列出了被指认的实体，包括总部设在海外的组织，以及2019年11月22日第2150/77号特别公报，内容涉及维护公共秩序。申诉人还附上了有关这两份公报的媒体报道，以及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2016年10月17日提交委员会的材料。
6.2	缔约国重申，申诉人的申诉先前已经在健全的国内程序中得到审议，包括关于因其泰米尔人身份而遭受伤害的风险、他关于与猛虎组织的联系的主张，以及因其非法离境和寻求庇护失败而遭受伤害的风险，并确定这些申诉不涉及缔约国的不推回义务。
6.3	申诉人还说，他2013年至2021年期间出席并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泰米尔侨民活动(11月27日泰米尔烈士日和5月18日泰米尔灭绝种族日)。为了支持这一说法，申诉人附上了三张照片，他声称这些照片显示他参加了泰米尔烈士日活动，并附上了一份纪念仪式说明。他还提供了一张他说是他姐姐的照片。
6.4	缔约国指出，照片上的日期是手写的，无法核实。无论如何，他声称自2013年以来一直参加侨民活动，但照片上的手写日期只是2017年至2019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照片已被公布或公开。因此，这些照片不太可能归属于申诉人，他之后也不可能基于这些文件被归结为猛虎组织的支持者，或因参与侨民活动而受到伤害。同样，纪念仪式的说明中也没有指明申诉人。
6.5	此外，即便可将这份材料归于申诉人，并且他其后可以被归结为猛虎组织的支持者，外交贸易部最近提供的国别信息表明，尽管一些被怀疑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的返回者受到了监视，但这并不意味着返回者受到了危及其安全保障的待遇。[footnoteRef:21] 因此，缔约国认为，申诉人没有证明在斯里兰卡存在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的其他理由。 [21: 		有关该国的信息还表明，斯里兰卡当局已经放松了对公开纪念与泰米尔人争取建国的武装斗争有关的事件的一些限制，泰米尔人在纪念这些事件方面越来越无困难。] 

		申诉人对缔约国补充意见的评论
7.1	2020年2月21日，申诉人提交了对缔约国补充意见的评论。
7.2	申诉人申明，缔约国的意见无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上诉裁判所最近作出的决定，[footnoteRef:22] 涉及外交贸易部2019年11月4日有关斯里兰卡的2019年国别报告，[footnoteRef:23] 外交贸易部的报告中称斯里兰卡人面临的酷刑风险较低。[footnoteRef:24] 申诉人提到缔约国的意见，声称该报告是内政部最为依赖的文件之一，并指出，无论如何，该报告基本上没有提到斯里兰卡侨民在国外从事政治活动后返回斯里兰卡所面临的危险。2020年10月，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和澳大利亚国际正义中心向该部发出了一封内容详细的信函，[footnoteRef:25] 涉及它们所称的“令人震惊的”[footnoteRef:26] 断言，即酷刑在斯里兰卡不再受到国家支持，而这一断言“是罔顾来自独立和经核实来源的大量证据的情况下做出的”。[footnoteRef:27] [22: 		参见2021年5月27日颁布的裁判所(移民和庇护分庭)上诉号PA/09978/2016和PA/13288/2018决定和理由，“其中特别提及斯里兰卡泰米尔人的就地活动”。]  [23: 		https://www.dfat.gov.au/sites/default/files/country-information-report-sri-lanka.pdf。]  [24: 		2021年6月1日SBS新闻，外交贸易部2021年6月1日。]  [25: 		https://acij.org.au/wp-content/uploads/2021/06/Letter-to-DFAT-Sri-Lanka-COI-Report-FINAL-webcopy.pdf。]  [26: 		见澳大利亚国际正义中心执行主任Rawan Arraf的评论，网址：https://acij.org.au/joint-media-release-human-rights-groups-demand-suspension-of-reports-on-sri-lanka-to-assess-refugee-applications-following-rejection-by-a-uk-court/。]  [27: 		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在给该部的联名信中指出，报告中的调查结果与美国国务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和人权观察等国际非政府组织最近的调查结果不一致，并淡化了绑架和非法拘留的普遍存在。] 

7.3	申诉人提到联合王国上诉裁判所的调查结论，即代表一个斯里兰卡政府在第2216/37(2021)号《公报》中根据2012年联合国条例[footnoteRef:28] 所取缔的组织开展就地活动，是评估个人特征[footnoteRef:29] 的一种相对重要的风险因素，此人不一定要担任正式的角色，不一定要作为某个特定组织的成员，不一定要高调或突出。[footnoteRef:30] 裁判所扩大了产生风险的就地活动清单，包括参加英雄日纪念活动、签署请愿书、从事社交媒体活动(无论是写作还是转发)和在网上露面。它进一步指出，“2012年联合国条例的出台和2014年对一些组织的取缔以及2021年2月的再取缔，使当局对侨民活动某些方面的负面看法正式化并得到强化”，[footnoteRef:31] 而且一个人可能不是某个组织的“成员”这一事实并不排除他们有足够的特征来显示回国后面临真实的风险。 [28: 		申诉人指的是使安全理事会关于资助恐怖主义的决议生效的条例。]  [29: 		尽管其存在与否并不能决定风险。取缔将导致对一个组织、进而对已知或被认为与该组织有关联的个人产生更高程度的不利影响。对于从未被取缔和被撤消取缔的组织，视有关组织是否有或被认为有分离主义议程而定，斯里兰卡政府方面很可能会有不利的关注，尽管并非达到适用于被取缔团体的程度。]  [30: 		联合王国上诉裁判所KK和RS(斯里兰卡)诉内政部国务大臣案，上诉号PA/09978/2016和PA/13288/2018，第455-456段，可查阅https://www.doughtystreet.co.uk/sites/default/files/media/document/KK%20%26%20RS%20%28Sri%20Lanka%29.pdf。]  [31: 		同上，第447段。] 

7.4	最后，申诉人提到，上诉裁判所不接受英国驻科伦坡高级专员署2017年5月18日的一封信中所载的绝对化断言，即[2015年被撤消取缔的八个团体的]成员，无论是活跃的还是非活跃的，都没有理由害怕因为他们与这些团体的关系而受到斯里兰卡政府的迫害。裁判所基于返回者“回到斯里兰卡后会做什么，或至少希望做什么”，考虑了返回者面临的风险。这与政府观察名单上没有重要角色的返回者有关，但也与该政权没有记录的返回者有关，这说明，一般来说，如果申请人能够在合理程度上证明，由于定义中所述的原因，他或她继续留在原籍国已对其变得不可忍受，或者如果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或她返回原籍国变得不可忍受，则申请人的恐惧应被认为是有根据的。[footnoteRef:32] [32: 		在KK和RS(斯里兰卡)诉内政部国务大臣一案的庇护上诉中，英国上诉裁判所扩大了在斯里兰卡可能面临风险者的标准范围，考虑了一系列活动，从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到参加纪念活动，到甚至是在可能被斯里兰卡当局视为反政府的请愿书上签名。] 

7.5	有关斯里兰卡的2019年国别报告指出，“对泰米尔人的酷刑不再受国家支持，斯里兰卡泰米尔人面临的酷刑风险总体较低”。尽管有证据表明泰米尔人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风险，但内政部继续对他们提出不道德和法律上站不住脚的指控。“对正在实施的绑架和酷刑给予这种程度的否认是对受害者犯下的另一层暴力行为，是相当可耻的。毫无疑问，对泰米尔人的绑架和酷刑一直持续到今天。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继续记录了近至2020年发生的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对泰米尔人的绑架、酷刑和强奸等侵犯人权行为，而且受害者的年龄越来越小，无法在战争中发挥作用。他们所做的只是要求得到自己的权利。”[footnoteRef:33] 在2021年6月26日支持酷刑受害者国际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执行主任表示：“斯里兰卡已经成为酷刑方面的世界领头羊，自战争结束以来，已有1 000多人逃往国外，最近一次有记录的案件发生在2020年11月。”[footnoteRef:34] [33: 		国际真相与正义项目执行主任、秘书长斯里兰卡问责制问题专家小组成员亚斯明·苏卡的发言，可查阅：https://acij.org.au/joint-media-release-human-rights-groups-demand-suspension-of-reports-on-sri-lanka-to-assess-refugee-applications-following-rejection-by-a-uk-court/。]  [34: 		https://itjpsl.com/press-releases/not-cricket-sri-lankan-torture。] 

7.6	申诉人还提到了美国国务院2019年关于斯里兰卡人权的报告，该报告称酷刑是“地方性的”。[footnoteRef:35] 泰米尔人报告说，安全部队经常监视和骚扰活动分子、记者以及前或被怀疑为前猛虎组织成员。在2018年12月的报告中，反恐中注意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报告员确认斯里兰卡存在“地方性和系统性”酷刑，拘留中实施虐待不受惩罚现象持续存在。[footnoteRef:36] [35: 		https://www.state.gov/reports/2019-country-reports-on-human-rights-practices/sri-lanka/。]  [36: 		A/HRC/40/52/Add.3。] 

7.7	将乘船的人定性为猛虎组织成员的一些指控似乎直接或间接来自斯里兰卡政府，斯里兰卡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泰米尔平民贴上与猛虎组织有联系的标签。[footnoteRef:37] [37: 		http://ccrweb.ca/en/bulletin/10/07/28。] 

7.8	申诉人称，2021年5月12日上午11时05分左右，新南威尔士州社区身份解决官S.打电话到他的手机，建议他到国际移民组织悉尼办事处登记并离开澳大利亚。她说，只有这样，她才能签发允许在澳大利亚工作的E种(WE类)过桥签证。申诉人提请她注意，他已向联邦监察员和禁止酷刑委员会提出申诉，申诉仍然待审，而且他应该官员的要求提供了证据。
7.9	因此，申诉人声称，他来自泰米尔少数民族，出自以前完全由猛虎组织控制的地区，再加上他与猛虎组织的关联，他的家庭对猛虎组织的政治支持，以及他的姐姐在与斯里兰卡军队的战斗中死亡的事实，将使他面临遭受酷刑和死亡、面临根据严厉的1997年《防止恐怖主义行为法》被逮捕以及斯里兰卡泰米尔人所经受的暴力的严重风险。
7.10  鉴于迄今为止的就地活动，申诉人将吸引足够的不利关注，在返回时将面临风险。他还说，外交贸易部关于斯里兰卡的报告即便可以说在2019年11月总统选举之前是可靠的，也没有反映选举以来的种种事件。
		各当事方的补充陈述
8.1	2021年11月29日，缔约国提交了补充意见。
8.2	关于针对外交贸易部国家信息报告的指控，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没有证明存在其他理由，表明如果被遣返斯里兰卡，他会因其就地活动而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
8.3	缔约国不接受申诉人有关国家信息报告中所载的信息不可靠的说法。尽管联合王国上诉裁判所指出，“很难衡量为报告提供信息的来源的可靠性”，但它也得出结论认为，该报告提供了有用的背景信息，而且在评价整体的国家信息时，它“对外交贸易部的[报告]给予了适当的倚重”。此外，上诉裁判所依靠国家信息报告作为证据来源，并查实专家证据等其他来源提供的信息。例如，它认定：“外交贸易部证实了消息来源……表明安全部队的便衣人员进行监视”。缔约国称，外交贸易部提供的关于当局与监视对象之间互动的描述比过去更加“微妙”，并声称这是正确的。
8.4	澳大利亚政府指出，作为背景，国家信息报告是由外交贸易部编写的，目的只是为了确定保护地位。它们提供了该部在编写时的最佳判断和评估。国别信息报告考虑到了相关的、可信的公开来源的报告，以及在当地获得的信息。它们提供了一般性的、而不是详尽的国家概况。政府还指出，决定人不受国家信息报告所载信息的束缚，因为从报告公布之日到就临时保护签证作出决定，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决定人可以获得并应考虑与申请人的特定情况相关的一系列当前的国别信息。这些来源包括其他政府报告以及国际和地方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和媒体的报告。
8.5	至于申诉人有关劝阻措施或政策的指控，缔约国指出，身份解决官员与申诉人2021年5月12日的互动记录表明，身份解决官员与申诉人联系，以跟进他与国际移民组织接触的意向。记录显示，申诉人说，他有意留在澳大利亚，他当时并不打算与国际移民组织接触。缔约国确认，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身份解决官员从未告诉申诉人，给予E类过桥签证的条件是申诉人与国际移民组织的接触。
8.6	关于斯里兰卡有酷刑和死亡风险的说法，申诉人声称，这种风险是存在的，因为他是泰米尔少数民族的代表，与猛虎组织有关联，他的姐姐是猛虎组织的干部，在与正规军的战斗中阵亡。缔约国重申，申诉人如果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的针对个人的伤害风险已经得到了具体和仔细的考虑。在国内程序的每一阶段，决定人都认为申诉人在斯里兰卡不存在受严重伤害的风险，斯里兰卡当局对申诉人没有不利的关注。缔约国重申，存在普遍的暴力风险并不构成确定某个特定的人在一个国家将有遭受酷刑危险的充分理由。这与委员会对其他来文采取的办法是一致的。因此，缔约国重申，申诉人未能证明存在其他理由来表明他如果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可预见的、真实的和针对个人的酷刑风险。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9.1	在审议在来文中提出的申诉之前，委员会必须决定来文是否符合《公约》第22条规定的受理条件。按照《公约》第22条第5款(a)项的要求，委员会已确定，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在另一国际调查或解决程序下受到审查。
9.2	根据《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除非委员会已确定个人已用尽一切可用的国内补救办法，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委员会注意到，在本案上，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国内可用补救办法提出异议。因此，委员会认为，《公约》第22条第5款(b)项的规定不妨碍委员会审议这一来文。
9.3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对申诉人根据第3条所提申诉的可受理性提出质疑，认为申诉人的申诉显然没有根据，因为申诉人未能证明缔约国在评估他返回斯里兰卡后所面临的风险时存在失误。不过，委员会认为，就可否受理而言，申诉人已经充分证实了他根据《公约》第3条提出的关于如果被遣送回斯里兰卡将有可能遭受酷刑和虐待的申诉。因此，委员会宣布来文可予受理，并着手审议实质问题。
		审议实质问题
10.1  委员会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参照当事各方向其提供的所有材料审议了本来文。
10.2  在本案件中，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是，将申诉人强行遣返回斯里兰卡是否违反缔约国根据《公约》第3条承担的义务，即如有充分理由相信某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不得将该人驱逐或遣返(推回)至该国。
10.3  委员会必须评估是否有充分理由相信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后个人将面临遭受酷刑的危险。在评估这一风险时，委员会必须根据《公约》第3条第2款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包括是否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在这方面，委员会提及它对斯里兰卡第五次定期报告的审议，它对有报告称，在此期间，在2009年5月与泰米尔猛虎组织的冲突结束后，斯里兰卡国家安全部队、包括警察仍在该国多地实施绑架、酷刑和虐待，表示严重关切。[footnoteRef:38] 委员会还提到了非政府组织关于斯里兰卡当局如何对待返回斯里兰卡的个人情况的报告。[footnoteRef:39] 不过，委员会回顾，在个人申诉背景下进行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有关个人在其将返回的国家是否面临遭受酷刑的可预见、真实和针对个人的风险。显然，一国境内存在一贯严重、公然或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其本身并不构成确定某人返回该国后将会处于遭受酷刑的危险的充分理由；还必须提出其他理由证明当事人本人面临风险。[footnoteRef:40] 委员会还回顾，尽管过去的事件可能具有相关性，但委员会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申诉人如果被遣返回斯里兰卡，目前是否有遭受酷刑的风险。 [38: 		CAT/C/LKA/CO/5，第9-12段。另见CAT/C/LKA/CO/3-4，第6段。]  [39: 		见免遭酷刑组织，《被玷污的和平：2009年5月以来的斯里兰卡酷刑记录》(2015年)；人权观察，《2019年世界报告》。]  [40: 		例如，见S.P.A.诉加拿大(CAT/C/37/D/282/2005)、T.I.诉加拿大(CAT/C/45/D/333/2007)、A.M.A.诉瑞士(CAT/C/45/D/344/2008)。] 

[bookmark: TmpSave][bookmark: _GoBack]10.4  委员会回顾其第4号一般性意见(2017年)，其中申明，委员会将评估“充分理由”，在委员会作出决定时，如果申诉人被递解出境，其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会因为存在与酷刑风险相关的事实本身受到影响，则委员会认为酷刑风险是可预见、针对个人、现实存在而且真实的。个人风险的迹象可能包括但不限于：(a) 申诉人的族裔背景；(b) 申诉人或其家庭成员的政治派别或政治活动；(c) 被逮捕或拘留，且没有得到公正对待和审判保障；(d) 缺席判决。关于根据《公约》第22条所提交来文的实质问题，委员会回顾，举证责任应由申诉人承担，申诉人必须提出可以论证的理由，即提出确凿证据表明遭受酷刑的危险是可预见、现实存在、针对个人、而且真实的。[footnoteRef:41] 委员会回顾，委员会相当倚重所涉缔约国机关的事实调查结论，但又不受这种结论的约束，它可考虑到全部相关案情，依照《公约》第22条第4款，自由评估所掌握的信息。[footnoteRef:42] 为了充分执行《公约》第3条，委员会回顾，缔约国应采取立法、行政、司法和其他预防措施，防止可能违反不推回原则的行为，包括将声称曾遭受酷刑的人转介接受独立的免费体检。[footnoteRef:43] [41: 		T.Z.诉瑞士(CAT/C/62/D/688/2015)，第8.4段。]  [42: 		见委员会近期决定中的判例；例如，S.P.诉澳大利亚(CAT/C/68/D/718/2015)、Ranawaka诉澳大利亚(CAT/C/68/D/855/2017)和G.W.J.诉澳大利亚(CAT/C/68/D/856/2017)。]  [43: 		依照《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有效调查和文件记录手册》(《伊斯坦布尔规程》)和委员会第2号一般性意见(2007年)。另见CAT/C/CPV/CO/1，第29段；CAT/C/NZL/CO/6，第18段；CAT/C/DNK/CO/6-7，第23段。另见Fadel诉瑞士(CAT/C/53/D/450/2011)，第7.6和7.8段；M.B.等人诉丹麦(CAT/C/59/D/634/2014)，第9.8段。] 

10.5  在本案中，申诉人声称，他在斯里兰卡将有可能受到违反《公约》第3条的对待，原因是他将由于自己的族裔，由于自己作为猛虎组织控制区内曾被猛虎组织强行招募的前居民的实际或推定的政治观点，由于作为一个从斯里兰卡非法离境的失败的寻求庇护者，由于自己以前曾在斯里兰卡当局那里留有不良风险记录，他曾受到刑事调查局的审讯和虐待，没有遵守释放他时规定的报告条件，而受到迫害。他还声称，他的就地活动，特别是鉴于斯里兰卡当前的政治局势，意味着他如被遣返回斯里兰卡，将面临违反第3条的对待的风险。他辩称，缔约国没有全面评估他的申诉，因为尽管他作了解释，但他的陈述中的不一致之处构成了负面可信度评估的基础，这又损害了在证明方面据认为对他的证据应有的倚重。他声称，他没有得到充分或有效的法律援助，缔约国的决定机构依赖的是背景国家信息，而这些信息已被广泛质疑。因此，他声称，缔约国在评估他被推回的风险方面没有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
10.6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提出，申诉人的申诉已通过一系列健全的国内行政和司法程序得到彻底审议，包括行政上诉法庭的实质问题审查，以及联邦巡回法院、澳大利亚联邦法院和澳大利亚高等法院的司法审查。缔约国称，申诉人提出的部长干预请求也得到了完完全全的考虑，但未被认定符合移交要求。缔约国认为，申诉人的申诉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被认定与事实不符，因此他被认定是不可信的。申诉人是来自猛虎组织控制区的泰米尔人，他从斯里兰卡非法离境，因寻求庇护失败返回，回去时将受到盘问和安全检查，这些情况已被接受，但决定人认定，他关于以前与斯里兰卡当局或猛虎组织互动的陈述不可信，也没有得出结论认为任何声称的就地活动会改变这一情况。因此，他被认定在返回时不会面临针对个人的严重风险，不会涉及缔约国的不推回义务。
10.7  因此，委员会注意到，本案的核心问题是缔约国最初在关于临时保护签证申请的决定中进行的可信度评估，因为这对于确定申诉人证据的证明价值至关重要。因此，委员会必须确定，申诉人向国家当局提出的申诉是否有充分的证据，足以使缔约国有义务履行其职责，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确定这些申诉的真实性。
10.8  委员会特别注意到，申诉人声称他遭受过刑事调查局人员的酷刑，因此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据此担心他到斯里兰卡后会有现存的风险状况。他说，想到要被遣返回斯里兰卡，他的情况就会恶化，因为他声称，回到那里后他的精神健康会更糟，原因是精神健康服务不足，而且缺乏支持其需求的机构能力。他提供了一份日期为2019年9月2日的医疗报告，称在法院驳回他的上诉后，他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状，包括感到没有希望、孤独无助、自己没用。
10.9  委员会还注意到，在临时保护签证申请记录中，申诉人被问及他当天的证词与他在强化筛查面谈中的回答的不一致之处，例如，他被猛虎组织绑架的年份、遭扣押的时间长短、那一天他是何时被带走的以及他是否接受过持枪训练并去了前线。委员会还注意到，决定人考虑了但没有接受他的说法，即他先前作出不同的陈述，是因为他之前刚经历了紧张的旅程。据认定这并不能充分解释他的陈述中的重大不一致之处，因此认为他的说辞是编造的。因此，可信度评估是基于内部不一致的信息作出的，当申诉人有机会解释这些不一致之处时，他未能令人满意地加以解释。委员会还注意到，申诉人在诉讼后期，在其他审理工作之前，有机会要求对可信度评估的事实依据进行复审，但他没有这样做。例如，2017年8月在澳大利亚高等法院，他请求复审的理由包括质疑可信度评估中使用的证据标准，而不是缔约国未能委托进行独立的心理评估，以充分评估他的可信度。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由于未提供令人满意的答复来纠正其证据中的不一致之处，申诉人没有履行向国内决定人提出有关斯里兰卡事件的可论证理由的责任，而这足以将举证责任转给缔约国，让其提出证据来核实或反驳申诉人自己的陈述。
10.10  鉴于上述考虑，并根据申诉人和缔约国向委员会提交的所有材料，包括关于斯里兰卡总体人权状况的材料，委员会认为，在本案中，档案中的材料无法使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申诉人返回斯里兰卡将使他面临遭受酷刑的真实的、可预见的、针对个人的和现实的风险，或者缔约国当局未能对其指控进行适当调查。
11.	禁止酷刑委员会根据《公约》第22条第7款行事，得出结论认为，缔约国将申诉人遣返回斯里兰卡不构成对《公约》第3条的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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